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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５９年初，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持续推进，以“共产风”为首
的“五风”在河南农村肆虐，农民的不满情绪日增。为了应对危机，河南省在中

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算旧账”批示的指导下，于１９５９年春开展了
整社工作。由于整社中领导重视、发扬民主、信任干部，整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农村治理危机成功化解。我们应汲取当年整社的一些经验教训，按照权责

对等的原则，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减压，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

机制，激励和提拔在新时代敢于担当、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确保党中央各项决

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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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持续推

进，到１９５９年初，“左”倾错误所引发的问题在

我国农村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对群众来说，

这些问题多以基层干部“五风”（共产风、强迫

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

形式表现出来。广大农民对“五风”深恶痛绝，

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为了应对危机，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各地于１９５９年春对农村人民公社进

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对于此次整社，学界已有

涉及。例如，马英民［１］认为，这一时期整社的进

程是与党纠正“大跃进”、公社化错误的最初尝

试相一致的，并从多方面推动了这一尝试的发

展和深化；叶扬兵［２］认为通过调整人民公社的

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整顿公共食堂、恢复社员的

小私有制等措施，初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的“左”倾错误。但囿于静态史书写习惯和

档案材料利用得不够充分，这些研究对整社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得还不够。鉴于此，本文

拟以河南省为例，采用上下互动的写作手法，利

用地方档案材料，对１９５９年春的农村整社工作

进行立体呈现，以期为我国当下的乡村治理提

供有益借鉴。

　　一、危机：“五风”肆虐

　　就河南而言，“五风”之中破坏性最大的是

以“一平二调”（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为特征的

“共产风”。由于公社是白手起家，所需物资基

本都是来自对下属单位和农民的无偿调拨，故

而其是实施“共产风”的主体。例如，新乡县七

里营公社成立后，为修建大礼堂，将方圆十几里

内凡够檩条以上的树木全部调到公社［３］２９３。南

阳专区在成立公社时，社员们共交出自留地

３７３９４７亩，小块林地 ３２８７７６亩，大件农具

４３１４５７件，副业设备 １５１８２件，藕池 １０５１４

个，鱼塘 ５０７２５个，耕畜 １２７２４９头，幼畜

３４９５３头［４］。公社的平调剥夺了下属单位和农

民的私有财产权，使人们对财物不再关心，造成

极大浪费。正如新野县樊集大队干部刘友胜所

说的：“我们的马跑到龙潭，牛跑到西头，谁也

没人管。”该县五龙公社丢失大件农具３５７件、

牛４０头、驴２０头、猪１２２头，拾到别处的牛３５

头、驴１６头、猪１２８头。同时，平调也挫伤了下

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镇平县大榆树公

社铁山大队支书说：“公社一调东西把我们的

神经都抽走了，也无心搞好生产。我队派一辆

车去拉铁沙，４０里路走了１７天，又派一辆车到

铁厂送萝卜５００斤，走着吃着坏着，送到只剩下

１００斤。”［５］

在干部强迫命令、浮夸、瞎指挥、特殊化等

方面，问题也很严重。例如，开封县杏花营公社

百合大队副支书赵文才殴打过７４人，社员王栋

一晌没有参加队里生产（干私人活），被赵打了

几耳光，踢几脚，扣押半个月［６］；辉县孟庄公社

三里屯大队９８亩小麦，“每亩计划施底肥３０万

斤，争取亩产１００００斤”［７］；商丘地区１９５８年

麦播１４５０万亩，要求全部深翻１尺以上，“卫

星”田要翻３尺以上，一般地每亩要求下种３０

斤，“卫星”田、种子田要求下种５０斤以上［８］；

镇平县贾宋公社桥西大队会计多吃多占，“老

百姓都没吃的，他吃绿豆包馍”。

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严重侵犯了农

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对党和

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在

其后来所著《十年总结》中也承认：“几个月内

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

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９］可

以说，１９５９年初的河南农村面临着严重的治理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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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在镇平县贾宋镇桥西村对申×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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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对：整社算账政策的出台

　　为了消弭农民的不满情绪、稳定农村秩序，

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９年２月末至３月初在郑州召

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其

间，毛泽东讲道：“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

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我以

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

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１０］６０３

对于“五风”之中农民最为痛恨的“共产风”，他

指出：“公社在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

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

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

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

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用别人

劳动成果的情况。”［１０］６０５“‘一平、二调、三收

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

目前同农 民 关 系 中 的 一 个 最 根 本 的 问

题。”［１０］６０３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共产风”的

危害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但他并不主张算旧

账，他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

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说

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

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账。

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１０］６０５会

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

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

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

分配，承认差别”［１１］１３９。

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河南省委正在召开

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主题是要“继续批判右倾

保守思想”“掀起比１９５８年规模更大、范围更

广的生产高潮”［１１］２３，即组织更大规模的“跃

进”。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改变了河南省

委四级干部会议的议程，使之变为纠“左”的会

议。３月上旬，河南省委把四级干部会议扩大

为六级干部会议，并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

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强调要在

公社统一领导下实行权力下放，以生产大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公社与大队、大队与大队之间的

产品交换要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社与队、队

与队搞协作时，要有适当报酬等。河南省的六级

干部会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指导，他还号召

其他省市区仿效进行。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农

村的情况，并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指导各地整

社工作的开展。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改变了此

前旧账一般不算的看法。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至

４月５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审

阅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报送的《关于山西

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批注道：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

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

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不要‘善

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

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１０］６５６４月３日，他在看

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关于麻城县万人

大会的情况材料后批注道：“此件极好，每一个

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

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

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

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

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

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１２］总的

来说，农村地区的“算旧账”主要是指清算退赔

公社平调下级单位和社员的财物，兼及处理一

些违法乱纪干部的作风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对相关政策做

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

指示下，清算旧账成为此后全国农村整社的中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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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

　　三、落实：整社算账的开展

　　为贯彻最新的中央精神，中共河南省委于

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１日至１８日在郑州召开了一届十

三次全会（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整社的

方针和步骤，并对清算旧账和退赔兑现作了具

体部署。在此期间，省委、地委、县委纷纷派出

工作组下沉到各试点公社指导其开展整社算账

工作。中央清算旧账的精神下达到农村后，从

河南省的情况看，基层各级单位、干部、社员因

其在“共产风”中的损益不同，对算账有着不同

的诉求和顾虑。

在公社方面，由于其是实施“共产风”的主

体，因而其对算账多持消极抵触的态度。例如，

新野县城关公社“党委在算账初期想一风吹，

在地、县委指示强调坚决算账以后，又变化为想

算大账不想算小账、算细账，怕国家拿钱多，公

社背债多。等到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后，公社党

委才下了坚决算清、坚决整改的决心。各业务

部门总的是不想算账。财政、金融怕拿钱，商

业、粮食怕麻烦，部门领导怕拿钱，经手人员怕

麻烦，经办人员有顾虑怕引火烧身”［１３］。

在生产大队方面，因调出调入物资的多寡

而态度不一。以镇平县杨营街公社一些生产大

队为例，调出东西多的算账积极，如贾庄生产大

队支书冯玉合说：“指示正确，领导英明，这笔

账确应该算清楚，不然咋算执行毛主席指示。

过去批判我们心疼吃亏论，吃亏了还不叫说，这

次可要弄个一清二白。”调出东西不多的，抱着

算也可、不算也可的态度，如李慎洞大队副支书

李五月说：“算也行不算也行，我们队离公社

远，大办钢铁时树木、废钢铁、粮食支持的差，算

算不仅不会给我们，恐怕还得拿出几个。”调入

东西多的有顾虑，不愿算，如蒋坡大队支书刘风

明说：“有啥算，公社不仅调我们的少，今年公

粮没完成，建公社后，程庙大队给我们拉麦，贾

庄大队给我们运红薯干，杨营街大队给我们运

玉米。可这一算啥法哩，清给人家指指头（没

办法的意思）。”个别队有埋怨情绪，如郭畦大

队副支书郭海法说：“铁厂在我们那里用的东

西没法算，过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现在

叫算，我看也难算清楚。”［１４］

在干部方面，手脚干净的积极要求算账，如

虞城县杜集公社一些干部说：“一盆水倒在浑

水里，清水也成了浑水了，算清账目如洗澡，越

算越显出清白。”［１５］有违纪行为的则非常苦闷

和抵触，如杨营街公社魏营大队富庄生产队支

书庞来成说：“咱过去借社的钱多，手续不清，

这一下子骨头做扣子也不一定够还账。”王纪

营大队会计李保绪（历年老会计）在会议上说：

“清账，这纯是给我找难做，高级社账都丢了，

咋清理？”（实际他们故意把账本卖作废纸）［１４］

也有的干部嫌算账麻烦，如商丘县城关公社二

大队支书张运恒说：“公社化快一年了，又叫算

账哩，头没头尾没尾的咋算呀，孬好弄一弄算

了！”［１６］镇平县杨营街公社程庙大队会计侯平

甫说：“我看清白不了糊涂了，这一下会计们又

等于坐个小月子。”［１４］

在社员方面，对算账积极拥护，但对能否算

好、能否实现退赔兑现信心不足。例如，杨营街

公社社员马宏钦说：“毛主席真英明，他跟到过

贾庄一样。不来这次算账，社员们表面说没有

啥，实际心里不美气。”贾宏海说：“共产党的老

政策又搬出来了，还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

算保险都积极。”贾志衡则说：“讲得清清白白，

算账完全应该，弄不好落个猫吃水泡———虚喜

欢。东西多了，公社哪有那些东西还你。”还有

的社员怕打击报复，如张喜顺说：“东西已经给

公社还要啥哩，少说为佳，不说为妙，整天大鸣

大放大辩论，你说不对挨辩论，合不着。”［１４］

由上可见，算账退赔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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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尤其是基层干

部的抵触思想问题不解决，算账退赔便难以顺

利开展。正如南阳地委所总结的：“算经济账

和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算经济账势必要牵扯到干部的思想作

风问题，而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又是深入

算账的继续。”［１７］那么当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

部的思想障碍的呢？从河南的情况看，上级党

委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

其一，制定了“保护大多数过关”的政策。

对于在公社化运动中违法乱纪干部的处理问

题，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在所作的《关于人民

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这样规定：“要教育犯了

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主动‘下楼’。要

做到少处分人，把处分的面缩小到最小限

度。”［１１］１９２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专门以河南为

例，指出：“河南省搞了几个县，一个县又处理

了三个到四个人，最多也不到十个人。登封县

法办了四个人，只占千分之一，群众的民愤就平

了，也给了干部很好的教育。”［１８］随后，河南省

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也指示：“对干部不采取

三反办法，不采取反右派办法，讲明政策，解除

顾虑，进行交代，主动下楼，不予处分。除少数

异己分子和严重违法分子外，多数保护，好干部

要连选连任。”［１９］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如此，下面

的地委、县委对本地干部的处理自然也很宽松。

例如，开封地委强调算账工作中“必须肯定干

部９０％以上都是好的，有错误或不纯的是少

数，甚至是个别的。因此，必须依靠现有干部去

进行，撒开这些基层干部是很难搞好的”［１６］。

南阳县委也认为：“１９５８年以来，绝大多数干部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都是艰苦深入，干劲充足，的

确做了很多的有益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即使

是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能主动检

查纠正错误，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对一般犯

有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必须采取既严肃认真

又保护绝大多数干部积极性的措施，本照‘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检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

进行处理。”［２０］“保护大多数过关”、从轻处罚的

政策，大大减轻了基层干部们的思想负担，有利

于他们配合运动的开展。

其二，加强督办。在算账退赔问题上，尽管

某些社队干部有抵触思想，但在党内民主集中

制要求下，只要上级领导决心够大、抓得够紧，

就能够把政策压力不断地传导给下级，促使其

打破旧的思想束缚，跟上自己的节奏。基于此，

河南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就强调：“兑现是一场

严重的思想斗争，必须下定决心，层层带头，逐

级检查督促，才能彻底解决问题。”［２１］

上述两点虽不能保证基层干部完全放下包

袱，但足以有效缓解他们对算账的抵触情绪，使

他们投入到整社工作中去。

进入１９５９年６月，河南省三夏大忙季节来

临，算账工作基本结束。据７月初的统计，全省

共清理出１９５８年各项“大办”中无偿平调、占用

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财产，折合人民币７．６亿

元，退赔兑现了６０％左右（有些项目，如大炼钢

铁中的平调，因涉及数额较大，地方财力有限，只

是打了欠条，但也归入已退赔范围）。在干部作

风方面，全省有３６００多名严重违法乱纪、欺上瞒

下、虚报成绩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２２］１９。

由于算账工作纷繁复杂，加之开展的时间

又很短，故遗留问题较多：一是对“共产风”反

对不坚决，纠正不彻底，平调账虽然算了，但错

账漏账很多。例如，南阳县瓦店公社调牧场小

牛每头作价６０元，退还时作价２００元［２１］。南

召县有的公社干部怕麻烦，对漏账户报的东西

不登记，并说：“为啥不早报，算账已经结束

了。”［２３］二是对平调物资虽进行了一些退赔，但

弄虚作假、扣留挪用的情况比较突出，真正到社

员手里的很少。一些公社和基层单位“对算账

还账表面拥护，口头承认，实际上不愿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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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汇报一套，对下执行一套”，如南召县云

阳公社综合厂、酒精厂、化工厂、被服厂和机关、

学校、食堂等占有过多的房子没有退，多占的桌

柜不愿还。有些队召开会议宣布退还东西，就

算退还了，有的队光打个条子，没有作价和退还

的日期［２３］。三是违法乱纪现象仍有发生。据

杞县、郸城等１１个县反映，１９５９年“双夏工作

以来又发生违法乱纪３１起”，杞县城郊公社谢

寨生产队支书刘金友发现社员拾麦拿回家，便

自立法庭，判４个社员的徒刑，长的半年，短的

３个月，并宣布剥夺其政治权利［２４］。

此次清算旧账工作虽然不太彻底，却在相

当程度上遏制了“五风”的蔓延，补偿了农民的

部分损失，稳定了他们的情绪，缓和了一度紧张

的干群关系，对扭转公社化运动后河南农村的混

乱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清算旧账外，河南省

在这一阶段的整社工作中还做了如下工作。

其一，完善组织机构，选举各级领导，健全

各项制度。例如，兰考县在公社党群方面，党委

设专职书记３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共青团

书记、妇联主任、监委专职秘书各１人，办公室

４人；在管委会方面，设正副社长２人，秘书、农

业部长、福利部长、财贸部长、工业部长、政法部

长、武装部长、文卫部长、党校教师、统计员各１

人，会计、勤杂、干事各２人，共３０人，全是国家

供给。大队设正副支书２人，大队长、副队长、

妇女队长、民兵营长、团支书各１人，会计３人，

共１０人；生产队设支书１人，正副队长２人，会

计、统计、民兵、青年团各１人，都不脱产。公社

管委会的领导机构经过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大队成立队务委员会，确立代表会议制度，

党员超过５０人者成立总支委员会，生产队超过

３个党员以上者建立支部［２５］。嵩县寺庄公社党

委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第

一书记负责全面工作，第二书记和两个副书记

按农业、工业、财贸战线做了分工，其余４个副

书记和９个委员都分别到生产大队兼任支部书

记，分片领导。党委决定，凡有关全社比较重要

的问题，必须召开委员会议，进行充分的讨论，

有不同意见就展开争辩，以便统一思想认识，作

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决定。在不违背上级和公社

党委决定的前提下，对一般性或局部性的问题，

各片和大队可自己决定［２６］。组织机构和各项

制度的完善，使公社的日常管理逐步规范起来。

其二，下放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例如，

南阳专区从地、县直下放县级干部９３人、区级

干部７０４人、一般干部２７３７人，公社下放干部

２７２人、生产大队下放干部７００２人，共计１０８０８

人，充实农村基层，并决定把在机关工作的干部

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到公社当社员，参加劳动锻

炼［２７］。洛阳专区嵩县寺庄公社下放到各生产

队的２８名干部，在２６天中，除协助生产队工作

外，每人还平均干了２２个劳动日。公社党委副

书记王继堂下放到汪庄生产大队后的第三天，

发现了小麦倒伏的问题，便和老农一起研究，经

过采取施磷钾肥、搭架子和剪叶三项措施，使小

麦又生长起来。后来公社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防止小麦倒伏８００多亩。公社党委副书记马海

彦在和群众一起吃饭中，了解到社员对一斤稻

谷顶一斤净粮有意见，他便和党委研究，纠正了

这种不合理现象［２６］。下放干部到农业生产第

一线，补充了当时因各种“大办”平调和城市招

工而匮乏的农村劳动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

复，也使干部得到了一定锻炼。

其三，推行生产责任制。随着第二次郑州

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在河南的深入贯

彻，群众对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呼声愈加高涨，如

中牟县姚家公社刘张大队刘华黎说：“咱一个

村为单位算了。”圈后生产队队长吴兆群说：

“往前要分给互助组，包到人，劲头才大哩！”［２８］

为回应群众诉求，河南农村普遍恢复了以定额

管理为特征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新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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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等专区的部分农村还实行了“包工到户、定

产到田”“包工包产到组”和“包工包产到户”等

生产责任制［２２］１９。例如，灵宝县各人民公社实

行了包工包产责任制，恢复了高级社时期的生

产管理办法。全县２４７个核算单位，１２５３个生

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到队”的有 １２７个生产

队、６８０个生产小队，实行以产定工的有１２０个

生产队、５３７个生产小队［３］３５６。生产责任制的推

行，落实了产量指标，改善了经营管理，使公社

化初期“出工一窝蜂”的高出勤、低效率情况得

到明显改观。

　　四、结语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经过各级党委的艰苦

努力，河南省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公社去除了一些空想的成分，许多混

乱的政策得到了纠正。通过权力下放，公社内

部所有制结构从之前的单一公社所有制退回到

了以生产大队（原高级社）为基础的“三级所

有”体制，这就使建社初期严重平均主义和过

分集中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通过算账退赔，

基层干部的不良行为受到规训，以“共产风”为

首的“五风”明显好转。农民们得到了部分被

平调的财物，此前所集聚的怨气得以释放，加之

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乡村集市的重新开放，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积极购买

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大力发展家禽家畜养殖规

模。５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

来河南视察工作，他对农村整社后出现的新气

象，对广大社员群众高涨的生产情绪，表示赞

扬［２９］。１９５９年初，河南省农村的治理危机就此

得到成功化解。

１９５９年春，河南省农村的社会治理之所以

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一是发扬民

主。整社之初，毛泽东就强调：“牢骚也罢，反

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

发的，当然发者无罪。”［１１］１６２由此形成了较为宽

松的氛围，干部群众不用太过担心因反映实际

情况而受处分。言路相对畅通，上级就容易发

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政策予以纠正。二是领导决

心大，重视程度高。为整顿人民公社，中共中央

先后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八届七中全会进行研究部署，最高领导人毛

泽东投入大量精力思考人民公社问题，并以

《党内通信》的形式指导各地整社工作。河南

省委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委

召开了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省委、地委、县

委都派出工作组下农村督办指导。由此足见中

央和河南省各级党委的决心之大、重视程度之

高，这是整社工作能够克服阻力、深入推进的重

要原因。三是信任干部，体谅干部苦衷。此次

整社，上级领导对违纪基层干部做了仔细的调

查和慎重的处理，除极少数严重贪污和违法乱

纪分子外，对确因生活实际困难和缺乏工作经

验而犯错的一般干部均予以保护过关。这样就

使大多数干部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积极投

入到乡村建设中来。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工作任务

繁重，一些地方存在对农村基层的过度问责，致

使部分干部不作为或乱作为，基层管理体制病

态运转。此种情况，在整社工作中也曾出现。

我们应汲取当年整社的一些经验教训，按照权

责对等的原则，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减压，形成

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激励和

提拔在新时代敢于担当、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

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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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第４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第３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

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八—一九八一）：

下［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２］认清更大跃进形势，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

保证完成今年经济建设计划［Ｎ］．河南日报，

１９５９－０２－２５（０１）．

［１３］中共新野县城关公社委员会．新野城关人民公

社清财工作初步总结：１９５９－０５－０３［Ａ］．南阳

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１４］中共镇平县杨营街人民公社委员会地、县委整

社工作组．中共镇平县杨营街人民公社委员会

贯彻省、地委指示算账工作开展情况简告：

１９５９－０４－０９［Ａ］．南阳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１５］中共开封地委．地委批转省委史向生书记、张

健民部长关于杜集公社算账试点的报告：

１９５９－０４－２９［Ａ］．开封市档案馆：２－９－３２５．

［１６］中共开封地委．关于算旧账问题的情况简报

（第一号）：１９５９－０４－２２［Ａ］．开封市档案馆：

２－９－３２６．

［１７］中共南阳地委．地委关于整社算账重点公社召

开党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９－０５－１６［Ａ］．

南阳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１８］谭震林同志的讲话：１９５９－０４－１０［Ａ］．开封市

档案馆：２－９－２９８．

［１９］省委史书记关于算旧账问题的讲话：１９５９－

０４－１７［Ａ］．开封市档案馆：２－９－２９８．

［２０］中共南阳县委．南阳县委关于整社中对犯有错

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意见请示报告：１９５９－０５－

０４［Ａ］．南阳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２１］戴苏理．关于整社算账工作情况的简报：１９５９－

０５－２０［Ａ］．南阳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２２］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大跃进”运动

［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田振亚．关于南召县算账问题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９－０５－１６［Ａ］．南阳市档案馆：１－１－３３８．

［２４］中共开封地委．关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思想工

作，彻底转变干部作风问题的意见（草稿）：

１９５９－０７－１４［Ａ］．开封市档案馆：２－９－３００．

［２５］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组织人员编制

的意见：１９５９－０４－０３［Ａ］．兰考县档案馆：１－

８－１２１．

［２６］河南日报编辑部．坚持集体领导 发扬群众路线

嵩县寺庄公社党委适应新形势改进领导方法

［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９－０４－１７（０３）．

［２７］中共南阳地委．关于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总结报

告：１９５９－０４－０７［Ａ］．南阳市档案馆：１－１－

３４８．

［２８］中共中牟县委．中共中牟县委四级干部会议简

报（第三次）：１９５９－０３－１５［Ａ］．开封市档案

馆：２－９－３２０．

［２９］河南日报编辑部．习仲勋副总理来我省视察工

作［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９－０６－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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